
 

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本与农民主观幸福感
−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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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CGSS 2013年及2015年数据，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本

与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机会不均等的扩大，农民主观幸福感会下降，但社会信

任和社会网络有助于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如果不考虑公共服务获得机会和各维度的权重，机会不均

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的消极影响会被低估；社会资本作为机会不均等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一个

传导渠道，主要是通过社会信任实现的，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基于此，建议政府在基础公共

服务领域，如教育和医疗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并通过宣传教育、加大政府政策实施透明度等方式推

进农村地区诚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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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追求幸福是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终极目标。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因此，对于一个拥有5.5亿农民的人口大国而言
①

，提升农民幸福感就显得非

常重要。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似乎并没有感到更幸

福，这个现象出现在美国、欧洲、中国等诸多国家，被称为“伊斯特林幸福悖论”（Easterlin，1973，

2010；Clark等，2008；邢占军，2011；Knight和Gunatilaka，2011；李路路和石磊，2017）。对此，一个主

要的解释是，经济发展导致了收入不均等的扩大，而收入不均等通过相对剥夺效应影响相对不

富裕人群的幸福感受，即收入越不均等，居民幸福感越低（Oshio和Kobayashi，2010；Brockmann

等，2009；郭星华，2001；彭代彦和吴宝新，2008；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但也有研究表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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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等通过隧道效应提升人们的收入预期，从而增加人们的主观幸福感（Clark，2003；Tomes，

1986；Knight等，2009；Jiang等，2012；陈钊等，2012）。显然，现有文献得出了不一致甚至相反的结论。

实际上，学者很少将收入不均等与机会不均等进行区分。根据Roemer（1993，1998）的理论

框架，个体经济结果（如收入）由努力因素和个人无法控制的先天环境，诸如出生时户籍、性

别、家庭背景等（Roemer，1998；Bourguignon等，2007；李莹和吕光明，2016）所导致，而后者造成

的收入不均等为机会不均等。这样一来，如果收入不均等更多的是由努力带来的，那么这种不

均等可能会起到激励作用，进而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而如果更多的是由机会不均等导致

的，则会降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因此，区分收入不均等与机会不均等十分重要，采用机会不

均等反映公平与幸福的关系更为准确与合理，尤其是农民面临的机会不均等要比城市居民严

重得多（汪晨等，2020；史新杰等，2018）。

据我们所知，现有文献中，仅有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鲁元平和张克中（2014）、史耀疆和

崔瑜（2006）估算了机会不均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是尚未揭示机会不均等影响农民幸福

感的内在机制。事实上，在农村，社会资本作为“穷人的资本”，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很

大（赵剑治和陆铭，2009；李树和陈刚，2012）。根据Putnam(1993)的解释，社会资本具有社会信

任、社会规范、社会网络等社会组织特征，它们能够促进人们相互合作、提升社会效率。但是，

由户籍制度、出生背景等先天差异所导致的机会不均等又会改变人们这种相互交流与协作的

意愿，造成人际间的隔阂与不信任（Zagorski等，2014；黄嘉文，2016；马万超等，2018），进而影响

幸福感。因此，识别机会不均等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应忽略社会资本这一重要的中介传

导路径，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机会不均等对农村人口幸福感的作用机理，而且通过在

模型中引入社会资本能够进一步降低因遗漏变量导致的估算偏误。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试图在以下两方面寻求创新：（1）两个维度。借鉴Bjørnskov（2006）的研

究，本文将社会资本分为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两个维度
①

，并识别哪个维度的作用效果更强、

更关键，由此揭示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本与农民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2）机会不均等

的度量。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的研究是对收入公平性、教育机会和社会经济地位三个维度进

行简单算术平均，得到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基本

公共服务获得不足是阻碍机会均等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如果缺少对公共服务获得机会的度量，

就无法全面真实地刻画农村机会不均等水平。二是各维度的重要性不同，简单的算术平均会放

大或缩小各维度的作用。为此，我们在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的基础上加入公共服务获得机会

维度，并采用变异系数法对各维度进行赋权。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机会不均等的扩大

会降低农民主观幸福感，而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可以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2）在构建机会不

均等感知指数时，如果不考虑公共服务获得机会维度以及各维度的权重，机会不均等对农民主

观幸福感产生的消极影响就会被低估。（3）社会资本作为从机会不均等到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传

导渠道之一，主要通过社会信任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而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本文

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介绍模型、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第

四部分分析机会不均等和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论及政策

建议。

二、  文献回顾

（一）机会不均等、公平感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现有文献估算了收入不均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得出收入不均等提升或降低幸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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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jørnskov（2006）将社会资本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三个维度。本文受数据可得性限制，缺少合适的度量社

会规范指标，因此仅考察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



结论（Oshio和Kobayashi，2010；Brockmann等，2009；彭代彦和吴宝新，2008；Clark，2003；Tomes，

1986；Knight等，2009；Jiang等，2012）。然而，多数研究却忽略了公平感知在其中的作用。Rözer和

Kraaykamp（2013）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发现，在收入差距大的国家，

注重社会公平的人要比公平意识弱的人幸福感更低。Oishi等（2011）利用1972−2008年美国综合

社会调查数据发现，只有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会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下降，因为这部分群体

明显感到社会不公平，并且缺乏社会信任。Alesina等（2011）对比欧洲国家与美国后发现，由于

美国社会有更多的机会与更高的社会流动性，美国富人十分担心社会地位的下降，他们对收入

不均等更加厌恶；欧洲则相反。

有关中国的研究中，阳义南和章上峰（2016）、陈淑一和陈平（2017）分别使用CGSS数据、

CLDS数据研究发现，个体公平感知越强，主观幸福感越高。史耀疆和崔瑜（2006）、Luttens和

Valfort（2012）发现，居民对收入差距的感知并不敏感，而当个体认为机会越公平时，生活满意

度就越高。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首次考察了我国机会不均等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他们使用

收入公平性、教育机会与社会经济地位三个主观评价指标构建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结果显

示 ， 机 会 不 均 等 会 明 显 降 低 居 民 幸 福 感 ， 并 且 对 低 收 入 群 体 的 损 害 更 大 。 鲁 元 平 和 张 克 中

（2014）使用相同的方法研究了我国社会流动、机会不均等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认为机会不均

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机会不均等与向下社会流动的交互项对居民幸

福感有明显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两篇文献没有探讨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内在机制。

（二）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社会资本是指拥有共同规范、价值观与理解的社会网络，它能够促进群体内部或者群体之

间的合作（Putnam，2000；OECD，2001）。Helliwell（2003）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作

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信任能够明显提升主观幸福感。Tokuda和Inoguchi（2008）

也发现，人际不信任与日本居民的不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elliwell和Putnam（2004）通

过对多种社会资本的研究发现，婚姻、与朋友或邻居的关系、职场关系、政治参与度以及社会

信任均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Bartolini等（2013）认为，美国国民幸福感降低的重要原

因是社会资本的下降，尤其是内在关系型社会资本（包括婚姻，与朋友、亲属、邻居的关系，以

及对他人的信任）表现出与主观幸福感明显的正相关关系。Bjørnskov（2006）将社会资本分成社

会信任、社会规范以及社会网络三个组成部分，结果发现，社会资本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完全

靠社会信任驱动，Wagner等（2014）对加拿大移民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结论。Bartolini和Sarracino

（2014）则认为，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关系显著存在于长期和中期，而从短期来看，

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更明显。

在有关中国的研究中，Yip等（2007）使用山东省三个县的实地调查数据发现，以社会信任

衡量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健康和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裴志军（2010）基于对浙江

省开化县的调研发现，社会资本的四个维度即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社会网络和共同愿景均对

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李树和陈刚（2012）使用CGSS数据研究发现，“关系”是扩大农

村居民幸福感差距的重要因素，并且“关系”对农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

减小。Bartolini和Sarracino（2015）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也研究发现，中国1990−2007年间主

观幸福感的下降主要与社会比较和社会资本的下降有关。申云和贾晋（2016）利用CFPS数据研

究发现，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同时，社会资本能够通过社会资本变迁和社会

阶层差异两个渠道减缓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张梁梁和杨俊（2015）将社会资本分为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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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社会资本（即规范和信任）和结构型社会资本（即通过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建立社会网络），

实证发现认知型社会资本会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分析

1. 社会信任的传导渠道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络与信任可以降低相互交流的成本，提高社会福利（Bjørnskov，2006；

Helliwell，2003）。而机会不均等的扩大一方面使得人们对机会既得者产生排斥心理，继而造成

人际之间的隔阂，安全感、自我价值感、幸福感下降（Zagorski等，2014；黄嘉文，2016；马万超等，

2018）；另一方面，机会的不均等不仅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收入、社会地位等的差异性，导致人

们信任与互惠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凝聚力减弱（申云和贾晋，2016），还可能增加社会

犯罪等风险，进而引起幸福感下降（鲁元平和王韬，2011）。

2. 社会网络的传导渠道

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李树和陈刚，2012），社会网络更能够在正式制度缺失

的情况下发挥非正式保险制度的作用，从而减小负面风险的冲击（Rosenzweig，1988），降低贫

困脆弱性（Cleaver，2005）。因此，随着机会不均等的扩大，一部分人会拥有更多的机会与资源，

而人们为了获得帮助，会加强与他人尤其是与机会既得者的联系。当然，人们也可能由于地位

与收入的悬殊，而减少联络。

（二）模型设定与估算

由于本文考察社会信任与社会网络两种社会资本，涉及两个中介变量，所以我们采用多重

中 介 效 应 模 型 来 估 算 机 会 不 均 等 、 社 会 资 本 对 农 民 主 观 幸 福 感 的 影 响 。 根 据 Lau和 Cheung

（2012）、方杰等（2014）的研究，当由多个中介变量解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时，建立结

构方程进行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是合适的。结构方程不仅可以同时处理显变量和潜变量，还可

以同时分析多个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和影响程度。本文的模型设定如下（省略了个体和年度

下标）：

H = α1IO+
n∑

i=2

αiCi+ε1 (1)

Trust = γ1IO+
n∑

i=2

γiCi+ε2 (2)

Network = δ1IO+
n∑

i=2

δiCi+ε3 (3)

H = β1IO+β2Trust+β3Network+
n∑

i=4

βiCi+ε4 (4)

其中，H为主观幸福感，IO表示机会不均等，Trust表示社会信任，Network表示社会网络，C为一

系 列 控 制 变 量 。 借 鉴 已 有 研 究 （ Knight等 ， 2009； 何 立 新 和 潘 春 阳 ， 2011） ， 我 们 引 入 了 性 别

（Male）、教育年限（Schooling）、年龄（Age）及年龄的平方（Age2
）、健康（Health）、环境满意度

（Envir）、收入的自然对数（Lnincome）、社会地位改善（Mup）、社会地位下降（Mdown）、家庭房产

数量（Property）、婚姻状况（Marriage）。考虑到不同省份之间会有无法观测的诸如气候、地理环

境、文化等因素影响主观幸福感，在进行模型估算时，加入省份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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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介效应模型中，如果自变量X通过影响变量M影响因变量Y，则称M为中介变量。在这

个路径中，X对Y的总体影响称为总效应。总效应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中介效应属于间接

效应（温忠麟等，2004）。由于本文有两个中介变量，间接效应为两个变量中介效应之和。具体来

看，模型（1）中的系数α1为机会不均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总效应，模型（4）中的系数β1为

机会不均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直接效应，γ1β2为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δ1β3为社会网络的

中介效应。ε1、ε2、ε3、ε4是残差项。

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关系为：
α1 = β1+γ1β2+δ1β3 (5)

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的中介程度MT与MN分别为：
MT = γ1β2/α1 (6)
MN = δ1β3/α1 (7)

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首先检验模型（1）中系数α1是否显著。如果显著，则总效应存在。其

次，采用逐步法（Baron和Kenny，1986；温忠麟等，2004），依次检验系数γ1和β2（δ1和β3）。如果二者

均显著，则中介效应存在。但需要注意的是，逐步法的检验力（power）较低。也就是说，实际系数

乘 积 γ 1β 2（ δ 1β 3） 是 显 著 的 ， 而 依 次 检 验 可 能 得 出 不 显 著 的 结 论 （ Fritz和 Mackinnon， 2007；

Mackinnon等，2002）。因此，如果用逐步法检验出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就要继续采用Bootstrap法

直接检验系数乘积γ1β2（δ1β3）的显著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Lau和Cheung，2012）。最后，检验

模型（4）中β1是否显著。如果显著，则直接效应存在。

（三）数据来源与指标定义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进行的调查，采用分层三阶段概率抽样，全

面收集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包括人口特征（如年龄、教育、收入等）和生

活质量等。考虑到16岁之前个体没有收入来源，本文选择16岁以上农村人口作为样本。另外，在

个人年收入的处理上，我们参照刘军强等（2012）的分析，个人年收入最大值为40万元，以避免

受到收入异常值的干扰。最终得到的样本体积为4 088。

接下来，我们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

行说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

和 认 知 性 的 整 体 评 价 （ Diener等 ， 2003） 。 针 对

CGSS的调查问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

是否幸福？”，受访者在“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

福 ” “ 说 不 上 幸 福 不 幸 福 ” “ 比 较 幸 福 ” “ 非 常 幸

福”五个选项中做出回答，分别对应分值1−5。为

了更加直观地了解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

现状，表1列出了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总

体分布。从表1可以看出，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平均得分为3.8，回答“非常幸福”“比较幸福”的

受访者比例达到76.9%，回答“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的受访者比例仅为8.36%。

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以下几方面：

1. 机会不均等。在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的基础上，本文选取收入公平性、教育获得机会、

代际向上流动机会和公共服务获得机会四个维度建立农村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以此衡量农

表 1    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总体分布

绝对数 比例（%）

非常幸福 651 15.92

比较幸福 2 493 60.98

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602 14.73

比较不幸福 281 6.87

非常不幸福 61 1.49

观察数 4 088 100

均值 3.8 −
　　数据来源：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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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机会不均等水平（见表2）。
 

表 2    农村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构建

机会不均等指标 具体问题 权重

农村机会不
均等感知
指数

收入公平性
“现在有的人挣钱多，有的人挣钱少，但这是公平的”，受访者在1−3中进行选择

（下同），1表示同意，2表示无所谓（不知道），3表示不同意
0.27

教育获得机会
“只要孩子够努力，够聪明，都能有同样的升学机会”，1表示同意，

2表示无所谓（不知道），3表示不同意
0.25

代际向上流动机会

“在我们这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与其他人的后代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
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1表示同意，2表示无所谓（不知道），

3表示不同意
0.27

公共服务获得机会
“公共服务资源分布均衡程度”，1表示满意，2表示说不清满意不满意，3表示不

满意
0.21

　　注：2013年与2015年CGSS的问卷设置稍有不同，我们将“非常同意”和“同意”都归为“同意”；“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
都归为“满意”。
 

农村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的构建分为以下两步：

首先，借鉴联合国HDI（人类发展指数）构建方法，计算单项维度的指数Aj：

A j = w j
x j−m j

M j−m j
( j = 1,2,3,4) (8)

其中，xj是第j个维度的实际值，Mj是第j个维度的最大值，mj是第j个维度的最小值。公式（8）保证

了0≤Aj≤wj。Aj越大，表明个体对第 j个维度的感知越不公平。wj是第 j个维度的权重，以衡量该

维度的相对重要性。

关于各维度赋权是测度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的重点。我们采用变异系数赋权法，对各维度

进行赋权，这样更能反映出各维度样本内部的差异性。王修华和关键（2014）构建包容性金融发

展指数时，也用到该方法。

各维度的变异系数（Vj）为：

V j =
σ j

x j
, j = 1,2,3,4 (9)

x j其中，Vj是第j个维度的变异系数，σj是第j个维度的标准差， 是第j个维度的均值。

各维度的权重（wj）为：

w j =
V j

4∑
j=1

V j

(10)

其次，计算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由于本文考虑了机会不均等的四个维度，那么，在一个四

维空间里，个体对这四个维度的感知可以用A=（A1，A2，A3，A4）表示。在这个四维空间，O=（0，0，

0，0）表示最公平的情况，W=（w1，w2，w3，w4）表示最不公平的情况。A和W之间的距离是测度机

会不均等感知指数的关键，距离越小，表明机会越不均等。为了使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是一个

正向指标，我们在计算A和W距离之后，用1与之相减，最后得到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IO）：

IO = 1−

√
(w1−A1)2+ (w2−A2)2+ (w3−A3)2+ (w4−A4)2√(

w2
1+w2

2+w2
3+w2

4

) (11)

2. 社会资本变量。（1）社会信任。本文参照绝大多数文献，使用“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

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衡量社会信任（李涛等，2008；高虹和陆铭，2010）。“非

常不同意”记为1，“比较不同意”记为2，“说不上同意不同意”记为3，“比较同意”记为4，“非常同

意”记为5。（2）社会网络。借鉴李树和陈刚（2012）、张梁梁和杨俊（2015）等的研究，本文使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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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聚会的频次”来衡量社会网络。1表示受访者“从不聚会”，2表示“一年数次或更少”，3表示

“一月数次”，4表示“一周数次”，5表示“每天”。

3. 控制变量。参照Oswald（1997）、Jiang等（2012）、罗楚亮（2006）等的研究，我们选取了以下

反映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1）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组，男性记为1，女性记为0。（2）教育。选取

教育年限作为衡量教育水平的代理变量，即没受过教育（包括私塾，扫盲班）记为0，小学记为

6，初中记为9，普通高中、中专及职业高中记为12，大专记为15，大学本科记为16，研究生及以上

记为19。（3）年龄及年龄的平方。（4）健康。我们使用自评健康状况作为健康的代理变量，1表示

“很不健康”，2表示“比较不健康”，3表示“一般”，4表示“比较健康”，5表示“很健康”。（5）环境满

意度。使用“您对政府环境工作做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环境状况的指标，“非常不满意”记为

1，“不满意”记为2，“一般”记为3，“满意”记为4，“非常满意”记为5。（6）收入。选取上年个人年收

入（元）的自然对数。（7）社会地位变动。如果个人目前的社会阶层等级高于十年前，则为社会

地位改善；如果目前社会阶层等级与十年前相等，则为社会地位不变，否则为社会地位下降。

我们以社会地位不变为参照组，设置社会地位改善和社会地位下降两个虚拟变量。（8）房产数

量。以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来衡量。（9）婚姻状况。婚姻状况包括“未婚”“同居”“有配偶”“分居”
“离婚”和“丧偶”，本文以未婚为参照，设置五个虚拟变量。数据统计性描述见表3。
 

表 3    统计性描述（样本体积：4 088）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H 3.83 0.83 1 5

IO 0.19 0.20 0 1

Trust 3.55 0.95 1 5

Network 2.25 0.98 1 5

Male 0.56 0.50 0 1

Schooling 6.71 3.96 0 19

Age 51.21 15.04 18 93

Health 3.57 1.11 1 5

Envir 3.38 0.99 1 5

income 17 051.46 24 011.04 50 400 000

Statusup 0.65 0.48 0 1

Statusdown 0.10 0.29 0 1

Property 1.12 0.64 0 30

De f acto 0.01 0.08 0 1

Married 0.84 0.37 0 1

Separated 0.00 0.06 0 1

Divorce 0.01 0.11 0 1

Widow 0.08 0.28 0 1
 

四、  回归结果分析

（一）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本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我们对上述结构方程模型（1）−（4）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为了表明结果的稳健性，逐

步添加个体、家庭特征变量。从表4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在第（1）−（8）栏中基

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尤其是引入社会资本变量后，调整R2
有明显的提升。这说明同时将机会

不均等与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纳入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框架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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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本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8）

IO −0.618 3*** −0.529 0*** −0.525 5*** −0.353 0*** −0.572 3*** −0.496 1*** −0.493 8*** −0.332 4***

（0.064） （0.064） （0.063） （0.047） （0.062） （0.062） （0.062） （0.046）

Trust 0.123 0*** 0.116 2*** 0.113 3*** 0.114 4***

（0.015） （0.014） （0.014） （0.014）

Network 0.056 1*** 0.047 1*** 0.047 5*** 0.047 9***

（0.013） （0.013） （0.013） （0.013）

Male −0.053 4** −0.091 9*** −0.091 3*** −0.090 7*** −0.057 0** −0.094 0*** −0.092 9*** −0.092 4***

（0.026） （0.027） （0.027） （0.027） （0.026） （0.027） （0.027） （0.027）

Schooling 0.015 6*** 0.014 2*** 0.013 5*** 0.013 7*** 0.012 1*** 0.011 0*** 0.010 4*** 0.010 5***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Age −0.006 0 −0.010 1** −0.015 5*** −0.015 3*** −0.006 6 −0.010 6** −0.015 8*** −0.015 6***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Age2 0.000 1*** 0.000 2*** 0.000 3*** 0.000 3*** 0.000 1*** 0.000 2*** 0.000 2*** 0.000 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Health 0.209 1*** 0.191 3*** 0.189 6*** 0.189 4*** 0.196 0*** 0.180 1*** 0.178 7*** 0.178 4***

（0.014） （0.014） （0.014） （0.014） （0.014） （0.014） （0.014） （0.014）

Lnincome 0.072 1*** 0.067 6*** 0.068 5*** 0.069 9*** 0.065 5*** 0.066 3***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Envir 0.062 7*** 0.059 8*** 0.065 4*** 0.051 6*** 0.049 1*** 0.054 1***

（0.014） （0.014） （0.013） （0.013） （0.013） （0.013）

Statusup 0.114 1*** 0.107 6*** 0.105 5*** 0.110 7*** 0.104 2*** 0.102 2***

（0.029） （0.029） （0.029） （0.028） （0.028） （0.028）

Statusdown −0.230 7*** −0.221 8*** −0.223 4*** −0.218 6*** −0.210 7*** −0.212 1***

（0.056） （0.055） （0.055） （0.055） （0.054） （0.054）

Property 0.064 7* 0.065 5* 0.056 7* 0.057 4*

（0.035） （0.035） （0.032） （0.032）

De f acto −0.129 8 −0.137 8 −0.079 3 −0.086 4

（0.197） （0.198） （0.189） （0.190）

Married 0.077 5 0.074 3 0.075 9 0.072 8

（0.063） （0.063） （0.064） （0.064）

Separated −0.106 2 −0.111 8 −0.085 5 −0.090 8

（0.291） （0.289） （0.298） （0.296）

Divorce −0.247 4* −0.248 4* −0.264 8* −0.265 8*

（0.144） （0.144） （0.143） （0.143）

Widow −0.103 8 −0.106 2 −0.097 8 −0.100 0

（0.084 9） （0.084 8） （0.084 1） （0.084 0）

C 3.124 3*** 2.255 8*** 2.308 2*** 2.255 5*** 2.724 9*** 1.949 4*** 2.011 3*** 1.959 6***

（0.234） （0.260） （0.256） （0.256） （0.238） （0.263） （0.260） （0.259）

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观察值 4 088 4 088 4 088 4 088 4 088 4 088 4 088 4 088

调整R2 0.122 0.150 0.157 0.155 0.145 0.170 0.176 0.17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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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见，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机会不均等显著降低了农民主观幸福感，即机会不均等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和

直接效应是存在的。这不难理解，机会不均等往往意味着缺少或者没有发展机会，不仅导致贫

困，而且有可能造成阶层固化、贫困的代际传递，即所谓的“寒门再难出贵子”。何立新和潘春

阳（2011）、鲁元平和张克中（2014）也得到相似结论。然而，我们在使用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

构建的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对回归方程重新进行估计后发现[见表4第（4）栏和第（8）栏]，他

们估算的机会不均等系数分别为−0.353和−0.332 4， 绝对值要小于我们的结果（−0.525 5和−0.493 8）。

因此，如果不考虑各维度的权重，以及公共服务获得机会这一额外而又相关的重要维度，机会

不均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的消极影响会被低估约17%。

接 着 来 看 社 会 资 本 在 农 民 主 观 幸 福 感 中 的 作 用 。 我 们 发 现 ， 社 会 网 络 和 社 会 信 任 均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更多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该结果也印证了李

树和陈刚（2012）等的发现。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与朋友的联络不仅可以增进相互间的

情谊，提升自我的社会认同感，同时还能借助“关系”促进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和收入增长（李

树和陈刚，2012）。而作为社会资本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信任可以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成本，提高社会福利（Bjørnskov，2006；Helliwell，2003），增进个体健康（Putnam，2000；Rose，

2000）。另外，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控制了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变量后，机会不均等对农民主

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有所减弱。这些计量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有可能是机会不均等影响农民主

观幸福感的一个渠道，也就是说，机会不均等可能减少了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以及与他人的交

流和联系，进而使人们产生不幸福的感觉。

其他控制变量中，农村男性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女性，这可能是因为男性承担更重的家

庭责任与更大的生活压力。教育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所以提高农村基

础教育水平对个体发展十分重要。年龄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U形关系，这与何立新和潘

春阳（2011）、陈钊等（2012）的发现一致。幸福转折点的出现可能与人到中年有一定财富积累、

生活压力减小有关。健康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计系数约为

0.18，充分说明了健康的重要性。收入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二者存在明显的正相关

关系，意味着“伊斯特林悖论”并没有出现在我国农村地区。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还处于较低水平，收入增加带来的边际效用仍然很大。另外，社会地位改善会使农村居民感

到更幸福，而社会地位下降则显著降低农民主观幸福感，这与罗楚亮（2006）的结论一致。我们

还发现，社会地位下降导致的幸福感下降幅度要比社会地位改善带来的幸福感增加幅度大，说

明社会地位下降给个体造成了更严重的心理创伤。这正如消费习惯中的棘轮效应一样，人们乐

于看到自己社会地位向上流动，而难于接受向下调整。此外，家庭房产数量越多，个体越幸福。

因为房产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降低预防性储蓄，并对居民社会参与行为、健康状况、

生活质量等产生影响（李涛等，2011）。离婚会显著降低主观幸福感，环境满意度对农民主观幸

福感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二）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检验

上述结果表明，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并且加入社

会资本变量后，机会不均等的估计系数有所变小。从计量的角度看，说明机会不均等有可能部

分地通过社会资本渠道作用于农民主观幸福感。我们将模型（2）和模型（3）的估算结果报告在

表5中，以考察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表5中第（1）栏和第（2）栏的被解释变量是社会信任，第

（3）栏和第（4）栏为社会网络。从中可以看到，机会不均等对个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在1%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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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显著为负，说明机会不均等明显降低了社会

信任水平。机会不均等对社会网络的影响为正，

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统计上不显著。我们使

用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构建的机会不均等感

知 指 数 重 新 进 行 回 归 ， 也 得 到 同 样 的 结 论 [见

表5第（2）栏和第（4）栏 ]，只是他们估算的机会

不均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系数为−0.197 8，绝对

值小于0.294 9。结果再次证明如果不考虑“公共

服务获得机会”维度以及各维度的赋权，机会不

均等的作用会被低估。

我们采用逐步法对社会信任与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将表4与表5中相关的估计

系数与z值整理在表6中。从表6可以看到，社会信任的估计系数β2显著，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的

估计系数γ1显著。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分析，如果两个系数同时显著，逐步法的检验

力要高于Bootstrap法，所以社会信任的中介作用显著存在。用同样的方法检验社会网络的中介

作用，我们发现，社会网络估计系数β3显著，但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对社会网络的影响并不显

著。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法，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仍然无法通过检验。

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表明（见表6和表7），机会不均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总效

应为−0.525 5，直接效应达到−0.493 8，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中介程度达到6.4%，而社

会网络的中介效应不存在。也就是说，社会资本作为机会不均等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传导渠

道之一，更多的是靠社会信任发挥作用的，而不是社会网络。我们的发现也为 Brehm和Rahn

（1997）、Alesina和Ferrara（2002）、Bjørnskov（2006）、Gustavsson和Jordahl（2008）等的研究提供了新

的证据。另外，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不存在，这让我们意识到，机会不均等的扩大似乎没有妨

碍人们的日常交流与联络，但这个人际交往或许只停留在表面，可能是缓解内心孤寂的需要，

也可能是出于相互帮忙的需要，但是人们内心构建的对他人的信任感实际上正在被摧毁。

（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

1. 稳健性分析：有序Logit模型

被解释变量“农民主观幸福感”是有序离散变量，可采用有序Logit模型对模型（1）−（4）重新

表 5    机会不均等对社会信任和
社会网络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Trust Network

（1） （2） （3） （4）

IO −0.294 9*** −0.197 8*** 0.034 5 0.042 7

（0.076） （0.056） （0.077） （0.056）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观察值 4 088 4 088 4 088 4 088

调整R2 0.078 0.078 0.106 0.106

表 6    相关变量估计系数结果

被解释变量

H H Trust Network

（1） （2） （3） （4）

IO −0.525 5***（−8.71） −0.493 8***（−8.25） −0.294 9***（−4.06） 0.034 5（0.47）

Trust 0.113 3***（8.80）

Network 0.047 5***（3.73）

　　注：括号内为z值。

表 7    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中介变量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总效应 中介程度

（1） （2） （3） （1）/（3）

社会信任 −0.033 4*** −0.493 8*** −0.525 5*** 6.4%

社会网络 0.001 6 −0.493 8*** −0.52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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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从表8可以看到，机

会不均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向与显著

性均与表4相近，说明总效应与直接效应显著。

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同样显著，结论稳健。

2. 稳健性分析：不同收入阶层的主观幸福感

不同收入群体受机会不均等的影响可能不

同，比如，穷人获得的机会相比富人要少，机会

不均等对穷人产生的负面作用可能要比富人更

大。为此，我们对个人收入从低到高进行排序，

将位于0%−50%的居民设为低收入群体，50%−

100%的 居 民 设 为 高 收 入 群 体 ， 对 机 会 不 均 等 、

社会资本与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分样本

考察，结果如表9所示。从表9可以看出，低收入

群体与高收入群体都是机会不均等的受害者，机会不均等的总效应与直接效应显著。但是与低

收入群体相比，机会不均等对农村高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有所减弱。这可能是因为，在机会有

限的条件下，机会部分偏向了高收入群体，导致他们对机会不均等的容忍度相对更高。另外，

社会信任的中介程度在低收入群体中达到10%，要高于高收入群体的4%。原因可能是，低收入

群体在教育、基础设施获得、就业等方面面临的机会不均等更加严重，导致他们更容易对他人

产生不信任感，被剥夺的感觉更加强烈。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依然不显著。

3. 稳健性分析：不同性别的主观幸福感

考虑到男性与女性面临的就业环境等不尽相同，机会不均等可能对其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因此，我们对男女分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从表10可以看到，机会不均等对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总效应和直接效应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差别很小，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社会

网络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但是，在农村女性群体中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更加明显，达到7.7%，高

于农村男性的5.1%。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男性，女性的情感需求更多，社会支持系统更为广

泛，比如女性更喜欢与朋友交流谈心。所以，社会信任的下降对女性的影响更大，与马万超等

（2018）的结论一致。

表 8    有序Logit模型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H H Trust Network

（1） （2） （3） （4）

IO −1.409 8*** −1.334 4*** −0.633 6*** 0.078 2

（0.160） （0.158） （0.153） （0.159）

Trust 0.340 3***

（0.038）

Network 0.123 3***

（0.036）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观察值 4 088 4 088 4 088 4 088

伪R2 0.076 7 0.088 8 0.034 7 0.052 3

　　

表 9    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本与农民主观幸福感（不同收入阶层）

被解释变量

低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

H H Trust Network H H Trust Network

（1） （2） （3） （4） （5） （6） （7） （8）

IO −0.607 5*** −0.545 2*** −0.368 2*** −0.038 3 −0.434 2*** −0.422 7*** −0.219 4** 0.198 3*

（0.096） （0.094） （0.106） （0.111） （0.082） （0.081） （0.106） （0.107）

Trust 0.164 7*** 0.077 6***

（0.022） （0.019）

Network 0.041 3** 0.027 8

（0.019） （0.018）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观察值 2 044 2 044 2 044 2 044 2 044 2 044 2 044 2 044

调整R2 0.175 0.204 0.088 0.090 0.142 0.153 0.090 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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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内生性讨论

机会不均等、主观幸福感有可能会同时受

到个体性格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内生性问

题。比如，性格乐观的人对机会不均等的感知可

能较弱，生活也更加幸福。另外，机会不均等感

知也可能会受到个体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的影

响，这样就可能带来反向因果问题。为此，我们

使用Durbin-Wu-Hausman对机会不均等内生性进

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5%的水平上拒绝了不存

在内生性的假设。一方面，根据同群效应理论，

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个体会产生相互影响并进

行相互比较，所以县级平均值与个体机会不均

等感知相关；另一方面，县级平均值对个体幸福感以及社会资本又没有直接影响。因而本文采

用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的县级平均值（IOM）作为个体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的工具变量，使用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1）−（4）重新进行估计。事实上，使用样本在一定范围内的均值作为

工具变量较为常见，如Fisman和Svensson（2007）、Grootaert等（2002）、Sabia（2007）在研究中也使

用了该方法。我们将回归结果汇报在表11中，第（1）、（2）栏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主观幸福感，

第（3）栏的被解释变量为社会信任，第（4）栏为社会网络。从中可以看到，机会不均等对农民主

观幸福感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总效应与直接效应依然存在。机会不均等对社

会信任的影响仍然显著为负，表明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但机会不均等的估计系数均

远大于OLS估计量，说明内生性的存在使OLS估计量低估了机会不均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和社

会信任的影响。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依然不显著。所有这些发现与前文一致。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但现有文献却没有探讨机会不均等影响农村居民

主观幸福感的传导机制。本文采用CGSS数据，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机会不均等、社

表 10    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本与农民主观幸福感（不同性别）

被解释变量

女性 男性

H H Trust Network H H Trust Network

（1） （2） （3） （4） （5） （6） （7） （8）

IO −0.523 8*** −0.491 7*** −0.283 0** 0.131 1 −0.537 2*** −0.508 9*** −0.319 9*** −0.026 9
（0.096） （0.094） （0.114） （0.117） （0.083） （0.081） （0.102） （0.103）

Trust 0.143 3*** 0.085 7***

（0.022） （0.019）

Network 0.064 7*** 0.032 6*

（0.020） （0.018）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观察值 1 800 1 800 1 800 1 800 2 288 2 288 2 288 2 288

调整R2 0.183 0.212 0.084 0.124 0.161 0.172 0.087 0.109

　　

表 11    内生性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H H Trust Network

（1） （2） （3） （4）

IO −1.732 3*** −1.536 8*** −1.830 4*** −0.287 6

（0.512） （0.509） （0.662） （0.600）

Trust 0.099 0***

（0.016）

Network 0.049 8***

（0.014）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观察值 4 088 4 088 4 088 4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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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一系列模型估计以及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机会不

均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

正面影响；（2）如果使用不考虑公共服务获得机会和各维度权重的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机会

不均等的作用会被低估；（3）机会不均等作为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传导渠道之一，社会资本

主要是通过社会信任间接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而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

据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其一，在完善收入分配方式的基础上，着重缩小由机会不均

等导致的收入差距。根据研究结果，机会不均等显著降低了农民主观幸福感，由此建议政府在

基础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对那些由先天因素造成的不均等人群予以补偿，这包括

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获得，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就业市

场上性别歧视的减少，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加快，等等。通过政府的力量消除不公平因素，赋

予农民更加平等自由的选择权，从而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其二，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机

会不均等会通过降低人们的社会信任，继而降低主观幸福感。这一结论意味着，机会的不均等

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感下降，人们相互合作的意愿与社会凝聚力减弱。因此，在降低机

会不均等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培育与加强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一方面，可以通过宣传

教育的形式，推进农村地区诚信建设，强化农村居民的集体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同时加大政

府政策实施透明度，提升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鼓励农村地区的自组织建设，增进人与人之

间的了解与信任，培育具有共同价值取向、信任度高的人际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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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y Inequality, Social Capit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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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

Summary: Chasing happiness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lives.  For  a  country  with  550  million  farmers，improving  farmers’  happines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However，economic growth does not seem to make people happier. Most studies have

explained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inequality，but  there  is  a  lack  of

identification of the impact of opportunity inequality，especially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opportunity inequality on farmers’ happiness.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uses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 model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portunity inequality，social capital

and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with  CGSS  data  in  2013  and  2015.  The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firstly，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Bjørnskov（2006），social capital is 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trust，so as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portunity

inequality，social capital and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More importantly，by dividing social

capital  into  the  two dimensions，we can  identify  which  dimension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Secondly，we  use  a  measurement  of  opportunity  inequali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Previous  studies  have  conducted  a  simple  arithmetical  average  of  income  equity，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to obtain the perceived index of  opportunity

inequality，which  has  two  shortcomings：First，access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is  particularly

inadequate  for  rural  residents，whi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obstacles  to  equal  opportunities.

Therefore，if  there  is  no  evaluation  of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the  unequal  level  of  rural

opportunities  cannot  be  fully  and  truly  depicted.  Second，the  importance  of  each  dimension  is

different，and a  simple  arithmetic  average  magnifies  or  diminishes  the  effects  of  each dimension.

Therefore，we  use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method  to  weight  each  dimens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1）The expansion of unequal opportunities will  reduc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farmers，while  social  trust  and  social  network  will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farmers.（2）When  constructing  the  perception  index  of  unequal

opportunity，the  negative  impact  of  unequal  opportunity  on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will

be  underestimated  if  the  dimension  of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weight  of  each

dimension  are  not  taken  into  account.（3）Opportunity  inequality  affects  farmers’  happiness

mainly through social trust，whil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 is not significant.

Key words: opportunity inequality;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capital; social trust; soci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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